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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汉兵：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	
绿营换防

王  刚

[ 摘要 ]  乾隆中期，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城设立绿营定期换防体制。绿营官兵绝大多数

来自直隶宣化与山西大同二镇，承担屯田及各项杂役。绿营驻军历次更换时，均有大量人员滞留当地。至

光绪朝，普通兵丁连续驻守十至二十年之久的状况已成为普遍现象，导致其生计状况更加恶化。乌里雅苏

台将军辖区以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

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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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a的居民中蒙古人占绝大多数，清代政书称当地“皆征蒙古兵以戍，以

屯，以牧焉”。b 实际上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还驻有少量调自内地的绿营换防军队，系

清代军事力量中颇为独特的群体。由于绿营换防官兵人数有限，在官修史书中记载较少，且所

处的漠北地区相对僻远，留下的传世文献为数寥寥，故而后人对其所知不多。在学界的相关研

究中，罗尔纲利用《大清会典》对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绿营官兵的数目、来源作过简要介

绍。c 宝音朝克图、王国军以政书、方志、《清实录》及部分档案为主要史料，考察了绿营官兵

参与的科布多地区屯田。d 赖惠敏围绕清代漠北蒙古地区的财政与商贸展开过详细论述，对绿营

驻军的营制、军费等问题亦有所涉及。e 刘蒙林、黄治国讨论了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与绿营同

[ 收稿日期 ]  2020-10-19
[ 作者简介 ]  王刚（1986 －），男，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南京 210093；wanggang1644@126. com
[ 基金项目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代军制中的驻防八旗与绿营互动关系研究”（编号：

18YJC770032）的阶段性成果。

a 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包括喀尔喀四部（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唐努乌梁海与科布多

参赞大臣辖地，相当于今蒙古国大部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疆各一小部分地区。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正式官称为

定边左副将军。在《清实录》中，乌里雅苏台将军之称谓始见于乾隆中期，自乾隆后期起，其使用的频度开始远超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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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2020 年，第 262-264、286-287、403-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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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设置的八旗换防官兵的基本情况。a 因缺乏对档案史料的深入发掘，既有研究多止步于对漠北

军制的一般性介绍，未能呈现制度运作的丰富面相，关于绿营、八旗兵的职责等重要问题的认

识也存有讹误之处。

本文拟在搜集相关档案，特别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基

础上，结合其他史料，探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绿营换防体制的形成与变迁、绿营官兵的职

责与生存实态等问题，尤其注意考察官方关于换防的一般制度性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以深化

对清代蒙古地区军事体制及满蒙汉关系史的认识。

一、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换防体制的演变

清廷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陆续在内地新占领各行省编设绿营，作为八旗之外的重

要军事力量。绿营兵丁的来源起初是明朝（含南明）及李自成、张献忠诸政权的降军，顺治之

后则主要补充自营兵子弟与新招募的民人（绝大多数为汉人）。绿营的主体是民人，亦有部分旗

人出任绿营官职及挑补绿营兵缺。清初的绿营仅驻扎于内地各行省，随着版图的扩大，清廷开

始向边疆区域派驻绿营官兵。各地情形不一，新疆北路伊犁、乌鲁木齐等地新增绿营军为携眷

永驻，新疆南路各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西藏、台湾的绿营官兵为定期换防，东北盛京、

吉林、黑龙江则基本不驻绿营。

康雍乾三朝长年与蒙古准噶尔部交战及对峙，在漠北地区屯聚重兵。雍正后期，北路军营

满洲、蒙古、绿旗兵的数量一度高达 60 300 余名，b 其中的绿营（绿旗）官兵均系内地省份调拨

而来。战争期间，军队征发频繁，屯驻时间也无定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败

亡，反清的准噶尔部众被基本剿灭。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将天山南北全部

纳入版图。西北战事平息后，清廷在大规模撤军的同时，对部分屯留的绿营进行定期更换，每

隔若干年由原营派员前来替代，形成较为固定的换防体制。乾隆二十四年，定边左副将军成衮

扎布奏称，“乌里雅苏台军营所有绿旗官兵三百名，今已有六年有余，挨次调遣看守仓库，行走

并无遗误，迄今年久”，提议将其调换。乾隆帝遂于当年十二月底谕令直隶派遣官兵前往更换。c

次年，即开始和平时期的首次换防。

科布多是漠北地区仅次于乌里雅苏台城的重要军事据点。乾隆二十六年时，乌里雅苏台军

营有“绿营兵三百，其中派六十名兵，于塔密尔（tamir）仓库驻守”。d 当年十月，清廷又下令

自乌里雅苏台“派参赞大臣一员，领绿旗兵百名，往科布多屯田”，e 科布多参赞大臣由此设立。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的绿营换防官兵来自直隶宣化及山西大同二镇，历次换防的人数时有

变动。乾隆二十九年，新派往乌里雅苏台的“看守仓库兵丁一百名，系宣化、大同二镇各派

五十名，按马四步六”抽调。次年，又有“宣化镇及张家口协派往北路军营换防兵丁三百名，

a 刘蒙林：《清代绥远城八旗兵换防制度初探》，刘万华等主编：《中蒙历史学研究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85-95 页；黄治国：《漠南军府——清代绥远城驻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68-172 页。

b 《清世宗实录》卷 146，雍正十三年八月丙辰。

c 《直隶总督方观承奏为发往乌里雅苏台更换兵丁所需借拨银两由库存公项内拨还事》，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宫中汉

文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241-007。本文所引未出版档案，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收藏，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同时省略“档案号”字样。此外，以下没有标明档案类型的，皆为《宫中汉文朱批奏折》，特

此说明。

d 《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报乌里雅苏台驻防兵丁及贮存粮石数目并派兵至科布多屯田事》，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79-1894-052。满文原文：“niowanggiyan turun i cooha ilan tanggū，erei dorgici ninju cooha 
tucibufi，tamir i calu namun be tuwakiyabume tebuhebi。”

e 《清高宗实录》卷 646，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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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照旧例，马步各半”，a 换防兵丁总数为 400 名，驻守时间为五年。乾隆四十年，又届五年换防

之期，依照前例，“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驻防官兵向于直隶、山西二省派官十一员、兵四百

名前往”，“除山西省应派官二员、兵六十名外，直隶省应派官九员、兵三百四十名”。b 乾隆

四十六年，“经定边将军奏请，裁减回营兵一百名，又经科布多办事大臣奏请，添留屯田把总一

员、兵二十名”，c实际裁减兵丁 80 名。剩余 320 名换防兵丁，“除山西省派官二员、兵三十名外，

直隶应派官十员、兵二百九十名”。d

乾隆后期，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还一度形成换防官兵大小班之制。乾隆五十七年，科布多

新增屯田，“复添屯田官四员、兵六十四名，谓之小班”，e 原有的乌、科两城 320 名官兵则作为

大班。两班官兵交替更换，“大班系五年、十年更换一次，小班系三年、八年更换一次”。f 即

依据年号尾数，逢五、十之年更换大班，逢三、八之年更换小班，周期均为五年。嘉庆四年

（1799），乌里雅苏台城添换防兵 80 名，两城绿营大班兵丁总数增至 400 名，其中直隶派兵 362
名、山西派兵38名。g小班兵丁64名，由直隶派出58名、山西派出6名。h道光二十九年（1849），

因大小班更换较为繁杂，兵丁“纷纷往返，徒滋烦扰”，且不便承担差务，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

奏请“将科布多大小两班换防之兵归并一班”，i 获道光帝允准施行。

上文所引用的各件奏折，大多仅记载了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兵丁的总数，两地各自的

人数则未明确呈现。不过依据少数几件分别记载了两地绿营兵数量的奏折，经简单计算，即可

推知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形。同治八年（1869），直隶总督曾国藩在奏折中追溯了漠北绿营换防体

制的演变过程：“科布多额设屯田，向于直隶、山西二省派官六员、兵一百六十名前往驻防，谓

之大班……嗣于道光二十九年经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请，将大班、小班归并一班。”j 已知嘉道年间

乌、科两地大班兵丁总数 400 名，则当时乌里雅苏台大班兵丁（即该城全部换防兵丁）为 240
名。科布多另有小班兵丁 64 名，换防兵丁总数为 224 名。据前文各件档案关于不同时期兵丁数

量增减的记载，两地的换防兵数得以明晰（见表 1）。

表 1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绿营换防兵丁数量表

年代
地点 乾隆四十六年前 乾隆四十六年后 乾隆五十七年后 嘉庆四年后

乌里雅苏台
160

（直 140、晋 20）

160
（直 140、晋 20）

160
（直 140、晋 20）

240
（直 212、晋 28）

科布多
240

（直 200、晋 40）

160
（直 150、晋 10）

224
（直 208、晋 16）

224
（直 208、晋 16）

a 《直隶总督杨廷璋奏为办理直隶派往乌里雅苏台及北路军营官兵期满换防事》，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七日，04-01-01-

0285-021。

b 《直隶总督周元理奏为驻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直隶绿营官兵期满换防事》，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04-01-01-

0334-016。

c 《直隶总督刘峩奏为办理直省官兵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换防事宜事》，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七日，04-01-01-0413-

001。

d 《直隶总督梁肯堂奏为直隶办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换防官兵事》，乾隆六十年二月二十一日，04-01-01-0466-001。

e 《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f 《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换防班满告留弁兵应饬令回营当差事》，道光七年十月十一日，04-01-01-0686-054。

g 《直隶总督蒋攸铦奏为派办直省官兵换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事宜事》，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04-01-16-0125-085。

h 《直隶总督方受畴奏为循例派拨官兵前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更换屯防事》，嘉庆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04-01-01-

0578-048。

i 《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j 《直隶总督曾国藩奏为循例派拨科布多换防官兵事》，同治八年七月初一日，04-01-03-00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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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山西两省派出的兵丁于乌、科二城如何具体分配，同样在大部分档案中记载不明，

需要加以推算。同治八年换班时，科布多大小班已归并为一班，兵丁合计 224 名，当年更换其

中一半，除“山西大同镇应派官一员、兵八名外，直隶省应派官九员、兵一百四名”。a 由此可

知当时科布多大小班中，直隶兵丁为 208 名，山西兵丁为 16 名。继而依据前文所引其他奏折，

能够进一步推算出嘉庆四年之前各个时段的两城兵数详情（见表 1）。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处边陲，与直隶、山西相距遥远，绿营官兵往来费时费力。若以就

近为原则，甘肃在内地各行省中更适合提供换防绿营人员。而清廷选择直、晋二省执行换防，

也并非偶然。事实上，清代西北边疆的军事防务长期延续着清准战争时期划分北路、西路的做

法。康熙后期至乾隆中期，清军对准噶尔有两个主要作战方向。一为北路，以乌里雅苏台、察

罕廋尔等城为主要基地，与准部在阿尔泰山一线对峙；一为西路，以肃州（今甘肃酒泉）、巴里

坤为主要基地，与准部在吐鲁番等地对峙。北路与西路的划分不仅具有军事攻防上的意义，更

与后勤供给息息相关。北路的粮饷与各类物资除在漠北就地取用外，主要由内地的直晋等省负

责运输，西路则主要仰赖陕甘等省。平定准部后，这种划分依旧延续，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

换防官兵与军费由直晋二省提供，新疆换防人员及粮饷则来自陕甘。

直隶宣化镇、山西大同镇驻地毗邻蒙古地区，官兵较为熟悉蒙古事务，也是清廷选择将此

二镇官兵派往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的重要原因之一。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宣化镇总

兵驻宣化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统辖本标中、左、右三营，兼辖张家口、独石口二协，

蔚州、宣化城守、怀来、龙门路、永宁、怀安六营”。b 宣化总兵下辖兵丁总数为 7129 名，清

代设于直隶北部蒙汉混居地区的口北三厅，即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均在其辖境内。

大同镇总兵驻山西大同府，“统辖本标中、左、右、前四营，兼辖杀虎口一协，新平路、得胜

路、助马路、北楼、东路、灵邱路、山阴路七营”，下辖兵丁共计 15031 人。其中，杀虎口协副

将所辖的靖远营有兵丁 350 名，管营都司驻和林格尔厅（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清代属山西省）；

归化营有兵丁 366 名，管营都司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清代属山西省）。c 和林

格尔与归化城均属于口外蒙古地区。清朝官员曾反复强调要以绿营中“通悉蒙古语言者”赴乌

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办差，d 则宣化、大同二镇官兵，尤其是部分驻扎口外一带者无疑为最佳选择。

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换防绿营官兵绝大多数来自直隶，但当地军费主要由山西承担。

“乌、科两城各路台卡满汉戍守官兵岁需经费银两，原系晋省专款”，光绪初年时，“每年应需

银八万五千两，遇闰加增，方敷支放”。e 换防官兵往来的费用也多由晋省负责，直隶派往科布

多的官兵“系由山西大同出口，道路纡远，往往阻误”。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换防时，才

“改由张家口台站前进，照例供给驼只，用能迅速到防”。f 值得注意的是，大同镇的官兵数量远

胜于宣化镇，而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换防人员却以宣化镇占绝对多数。清廷的这种安排可能

是出于平衡两省负担的考虑，即由山西供给军费，直隶则主要提供人员。同时，还在两省间形

成了微妙的相互牵制。

直晋二省实施换防时，还要派出若干名中下级武官，对兵丁加以管束。成书于光绪年间的

a 《直隶总督曾国藩奏为循例派拨科布多换防官兵事》，同治八年七月初一日，04-01-03-0060-001。

b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470《兵部·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8 辑，文海出版社，1991 年，第 2029 页。

c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471《兵部·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8 辑，第 2061-2068 页。

d 《署理直隶总督官文奏为循例派拨乌里雅苏台换防官兵事》，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04-01-01-0896-021。

e 《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奏为晋省积欠乌科经费甚巨戍守官兵苦累堪怜恳请由部暂借银两事》，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04-

01-01-0940-064。

f 《直隶总督杨士骧奏为选派提标三屯营游击荣康等官弁兵丁照例由张家口台站赴科布多换防事》，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二日，

04-01-16-029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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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雅苏台志略》载，乌城驻有“绿营守备一员、千总一、把总三、外委一”。a 成书于道光年

间的《科布多事宜》载，科城驻绿营“将官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六员、经制外委一员。所谓

“将官”，系参将（正三品）或游击（从三品），是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品级最高的绿营武官，按

定例须“在直隶各镇内遴选旗员更换”。b 如道光五年直隶承担的换防，除千总、把总、外委由

宣化镇派出外，另于直隶“通省旗员内派委易州营游击恒泰一员”。c 易州营游击驻易州（今河

北易县），隶属泰宁镇总兵管辖。d 这表明，赴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的绿营武官不仅有旗人，

也有少数并非来自宣化、大同二镇。

事实上，乾隆以后，直隶、山西北部长城沿边地带绿营驻军中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

守备等中高级武官，有相当一部分被固定为旗缺，专由旗人充任。e 宣化镇总兵之职也常由旗人

出任。据光绪《畿辅通志》开列的名单，乾隆二十年至光绪元年，旗人出身的宣化镇总兵有 23
位，汉人仅 9 位。f 个别年份，清廷还曾调派直隶以外地区的旗员赴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绿营任

职。同治四年时，因陕甘与新疆等地均陷入战乱，西北局势异常紧张，当局未从直隶远调人选，

而是就近拣选伊犁游击讷谟津“署理科布多屯田游击”。g 以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出任绿营的中

高级武官，是清廷出于对汉人猜忌防范而采取的控驭手段之一，也是清代各类军事力量因民族

成分不同而产生严重不平等的典型事例。

绿营官兵历次换防时，均有相当数量的人员继续留驻，实际派拨人数少于定制。乾隆

三十五年直隶绿营换班时，“兵丁内有外委把总游永裕等四名、马步兵三十三名情愿存留效

力，应照数停其派换”。h 乾隆六十年，直隶应换班兵丁共 290 名，其中“愿留军营效力兵

一百七十一名”，实际只派遣兵丁 119 名。i道光五年的直隶大班换防，计划更替绿营兵丁 362 名，

竟有马步兵 326 名“告留”，实派 36 人，j 仅及原额的十分之一。道光十年，清廷采纳乌里雅苏

台将军彦德的提议，将乌里雅苏台城绿营换班时的留驻制度化，以留下熟悉差务的兵丁。具体

做法是“照科布多两班更换之制，本年换防时，留弁兵一半，再届换防时，将此次所留弁兵全

行更换”。k 但这种安排实际上与科布多的大小班并不相同，大小班虽将兵丁分为两组，而更换

周期同为 5 年，彼此交错，且每至届满均全部更替。乌里雅苏台城的新制则需要两个周期才能

全部更换，使官兵的实际驻守时间延长。其后，反倒是科布多效仿乌城，于道光二十九年之后

“将科布多大小两班换防之兵归并一班，亦照乌里雅苏台拟留一半之制，以资屯田及各项差使，

用昭画一”。l 至此，乌、科两地绿营换防官兵的留驻均已制度化，大多数人员的实际驻守时间

长达两班即 10 年。

道光朝以降，清廷统治陷入空前危机。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后虽

a 《乌里雅苏台志略》，《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 39 号，成文出版社，1968 年，第 12 页。

b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 42 号，成文出版社，1970 年，第 10 页。

c 《直隶总督蒋攸铦奏为派办直省官兵换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事宜事》，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04-01-16-0125-085。

d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470《兵部·绿旗营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8 辑，第 2028 页。

e 杜家骥：《清代旗人选任绿营官制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35 页。

f 光绪《畿辅通志》卷 31《表十六·职官七》，《续修四库全书》第 62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91-295 页。

g 《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奏为慎重边防就近请以拣发伊犁游击讷谟津署理科布多屯田游击事》，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04-

01-16-0177-083。

h 《直隶总督杨廷璋奏为办理直隶派往乌里雅苏台及北路军营官兵期满换防事》，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七日，04-01-01-

0285-021。

i 《直隶总督梁肯堂奏为直隶办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换防官兵事》，乾隆六十年二月二十一日，04-01-01-0466-001。

j 《直隶总督蒋攸铦奏为派办直省官兵换防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事宜事》，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04-01-16-0125-085。

k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35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7 页。

l 《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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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失败，仍迫使清廷集结重兵堵截。次年，因华北地区战事吃紧，难以抽调兵力赴漠北，清帝

谕令“乌里雅苏台应行更换咸丰五年换防弁兵，暂缓更换一班，俟下届应行更换之年，再行照

例更换”。a 乌、科两地绿营、八旗驻军兵力薄弱，且平日大多承担差役，战斗力十分低下，难

以组织有效防御。同治九年十月，乌里雅苏台城曾一度被甘肃回民武装攻陷。清廷依靠外调军

队才稳定住当地局势。光绪八年后，因乌城差务繁杂，人力不足，且“台站供应西北各差，劳

于奔命，台力疲惫，已形增甚”，所驻 240 名绿营兵丁被进一步改为每次仅“更换以半中之

半”，b 即 60 名。每名兵丁实际驻守时间增加至 20 年。

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军制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的勇营、新军相继成为内地主要军事力量，

各省绿营则逐步裁汰。山西“改练常备、续备各军，绿营兵截至光绪三十年底一律裁尽”，此后

不再向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派驻换防官兵，将原兵额改为“就地募补，饷由晋认”。c 清末俄国

势力日益进逼，塞北地区危机四伏。“北路军营之设，初为抚绥蕃部，今且控制强邻，事既繁简

攸殊，势亦轻重迥异”，d 旧的绿营换防体制已无法保障边疆的安宁。在清廷推行新政后，乌里雅

苏台将军辖区也开始尝试编练新式军队。当局原计划在“库、乌、科、阿尔泰皆先练马步各一

标”，光绪三十二年，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委员赴新疆招募汉马队一营，久之方得集事”。至

次年，“蒙兵已成马队二营外，炮队现由绥远蒙旗选择，尚未募齐。盖惟新疆距阿较近，汉户无

多，合格尤少，附近各蒙丁壮业于开垦马队悉数挑用，募自远部，猝难齐至”。e 乌里雅苏台城

也面临募兵困难的局面，编设新式军队的计划推进缓慢。“塞外民人罕至，即有来者，只知牵牛

服贾，不愿屯戍荷戈，挑补无人”。f 与此同时，因直隶绿营未完全裁汰，换防活动仍照旧进行。

宣统元年，直隶总督杨士骧派绿营“官弁七员、兵丁五十二名”赴科布多换防，其中“参游一

员应于旗员内拣选，查有提标三屯营游击荣康，堪以派往，其余官弁、兵丁，已饬宣化镇照数

拣派”，g 官兵的选拔模式与此前并无二致。而这也是 1911 年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独立”之前

的最后一次绿营换防。

二、绿营换防官兵的屯田与差务

清代绿营的主要任务为“差操”，“差”是指解送、守卫、缉捕等各项差役，“操”则为训

练。兵丁既要承担差役，又要从事操练，遂产生差操混淆之弊。由于差役为日常政务所关，较

之操练更具急迫性，绿营兵丁实际上“不得不用全力来供应差役，而置操练于不顾”。h 此为全

国各省绿营的通病，而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尤显突出。清廷以绿营官兵远赴漠北换防，原本

即非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仅仅是将其视作各类杂役的承担者。各省绿营官兵或多或少尚有军

事训练的安排，而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绿营则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差务。光绪初年，科

布多参赞大臣清安曾在奏折中称，绿营换防兵丁“由宣化、大同两镇拣派前来，原为耕种屯田、

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4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57 页。

b 《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乌城戍守绿营官兵拟请变通更换事》，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二日，04-01-01-0946-013。

c 《山西巡抚张曾敭奏为晋省绿兵全裁请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换防官兵改令就地募补事》，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日，04-01-

01-1066-063。

d 《换防积习仍宜整顿折》，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瑞洵著，杜宏春校证：《散木居奏稿校证》，商务印书馆，2018 年，

第 658 页。

e 《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奏为遵旨复陈阿尔泰地方情形及筹拟办法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04-01-01-1085-061。

f 《换防积习仍宜整顿折》，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瑞洵著，杜宏春校证：《散木居奏稿校证》，第 659 页。

g 《直隶总督杨士骧奏为选派提标三屯营游击荣康等官弁兵丁照例由张家口台站赴科布多换防事》，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二日，

04-01-16-0299-110。

h 罗尔纲：《绿营兵志》，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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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仓库、听差应役以及一切杂差”。a 这基本道出了其职责之所在。

屯田是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绿营换防官兵的一项重要使命。漠北的屯田早在清准战争时期

就已开展，如雍正十二年（1734），乌里雅苏台城东南方向的扎克拜达里克（jak baidarik）与推

河（tui bira）两地一年新开垦田地总面积即有 66 顷 89 亩。b 但乾隆中叶以后，仅在科布多一地

进行屯田，其余地区已垦田地均被废弃。关于乌里雅苏台城一带未设屯田的原因，传世文献鲜

有涉及，而档案中可找到明确答案。光绪七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

在推河等地复垦之议，表示“乌城屯田，不便有四”。其中前两条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原因最为

关键：“斥堠之郊，非耕种之地，一也。乌城地处瘠苦，天寒风冷，每年土膏融化，总在立夏前

后，且于六七月间即见霜雪，生长可期，结实难望，二也。”c 将军杜嘎尔也指出：“查乌、科、

库沿边一带，乌城为最高之区地，多寒冷之日。冰洋雨后，雪降霜前，雨雪既无常，则寒暑不

能应时，播种晚则收获迟，霜雪早则实难遂。是以定边以来，屯田开垦于科，屯粮兼济于乌。

地势之所限，人力之难施，盖非今日也。”d 科布多的海拔较乌里雅苏台一带略低，温度、降水等

气候条件稍好，虽远不及内地农耕区，但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仍是屯田的最佳地点。

在科布多进行屯田者，除绿营外，还有蒙古各部官兵。乾隆三十四年后，蒙汉屯田兵丁总

数为 500 名，包括喀尔喀各部 400 名、绿营 100 名。蒙古兵丁虽占屯田总人数的大部分，但绿

营兵的作用却更为重要。喀尔喀兵丁初至科布多屯田时，“新来之蒙古人虽懂得耕种，与内地农

事之术不同”，因而被令“与旧屯田之绿营兵混杂，将其引导”。e具体而言，屯田涉及的“播种、

培土、灌水、打场等事，非但不可仅倚仗喀尔喀兵，且打造农事用犁、更换之碾石等物，亦必

需绿营铁、石、木匠”。f 直至道光后期，这种状况仍未有大的改变，“蒙古兵丁人数虽多，止能

服苦，不谙耕种”，屯田事务依赖于“通晓农务、熟习地方情形”的绿营兵丁。g

科布多的屯田原有十五分，即十五处屯垦区。乾隆四十五年，“因存粮过多，经军机议奏，

裁去地九分，只余地六分”。乾隆五十四年后又增加两分，五十八年再添八分，至十六分。嘉庆

十年，“裁汰六屯，仍留十屯耕种”。h 此后这一数字未再变化。每分屯田的面积究竟几何，在各

类史料中记载较少。《科布多事宜》记嘉庆二年时，“本处屯田一百八十余顷”，i 当时共设 16 屯，

则每屯平均为 11 顷余。乾隆四十五年之后，还规定每分屯田设耕种兵 33 名，其中绿营兵 8 名、

喀尔喀兵 25 名，j 屯田兵的总数则随屯区数量的增减而变化。

衡量农田产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籽种与收获物的比率。科布多屯田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是大

a 《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查阅科布多额设官兵技艺情形事》，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04-01-18-0048-016。

b 《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派出员外郎纳尔赛于扎克拜达里克及推河开垦地亩数十顷折》，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军机处满

文录副奏折》，03-0173-1175-003。

c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奏为敬陈乌城一带不便屯田请停止办理事》，光绪七年（无日期），04-01-23-0199-006。

d 《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查明乌城屯垦地势情形事》，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十日，04-01-22-0064-042。

e 《科布多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奏请增派喀尔喀官兵屯垦折》，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0-

2012-007。满文原文：“ice jidere monggoso udu usin tarime bahanacibe，dorgi bai usin weilen i tacin encu”；“fe usin tarire 
niowanggiyan turun i cooha be barambufi，esebe yarume。”

f 《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奏裁减科布多地方屯田兵丁并将粮石运往乌里雅苏台以备发放兵饷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189-2863-002。满文原文：“usenere hukšere muke hungkerere jeku tūre 
niyelere jergi bade，damu kalkai cooha teile nikbuci ojorakū sere anggala，usin weilen i anja，halaha niyeleku wehei i jergi jaka 
tūme weilere de niowanggiyan turun i sele wehe mooi faksisa be inu ururakū baibure。”

g 《科布多参赞大臣慧成奏请将换防官兵并班更换撙节经费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04-01-01-0843-058。

h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53-56 页。

i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58 页。

j 《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奏裁减科布多地方屯田兵丁并将粮石运往乌里雅苏台以备发放兵饷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9-286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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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小麦与青稞，统称为“三色粮”。a 乾隆二十七年科布多初行屯田时，一年“播种大小麦籽

二百袋，共收获一千四百余袋”。b 自乾隆四十一年起，屯田“收成十数分已至二十余分不等”，

即收获粮食的数量为播种籽种的十余倍至二十余倍。乾隆五十六年后，则大幅下降至“收成

五六分不等”。究其原因，系“此地耕种年久，土脉歉薄，所以收成分数短少”。c 但屯田的单位

面积产量并非一直下降。嘉庆十年，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称，“此数年屯种官粮皆八九分有余

收成，故而今仓内共有粮三万五千四百余石”。d 嘉庆之后，每分屯田播放籽种 70 石，十分屯田

共用籽种 700 石，形成惯例。此外，每分地还有“副籽种”22 石，种于土质较差的区域，“地皆

沙石，不上粪土，又无耘耨，全仗河水灌溉，是以收成歉薄”。副籽种本身不计入播种的数据，

但仍将收成粮食“归入正分计算”，e 以利于屯田官兵的考绩。

科布多每年屯田收获粮食数目，均由参赞大臣缮写汉文奏折呈报。笔者抄录了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收藏的道光至光绪朝部分相关奏折，得以大体了解历年收粮的具体数目（见表 2）。在

31 个年度收成数据中，最高为 8287. 5 石，最低为 3062 石，前者是后者的 2. 7 倍。平均年产量

为 5800 余石，即收成约八、九分。考虑到“副籽种”的存在，实际的收成分数要更小，但在漠

北地区仍相当可观。可资参照的是，乾隆中叶，曾有喀尔喀蒙古民众近一百户在乌里雅苏台城

附近的拜达里克（baidarik，即扎克拜达里克）自行垦种。据他们报称，“起初耕种时，一袋籽种

收获五六袋大麦、小麦。数年过后，地力衰弱，虽耕而不甚增多，亦有一袋籽种仅收获二三袋

之年，遇霜冻后，亦有一无所获之年”。f

同时也应看到，道光之后，科布多屯田收成虽不算低，然而在绝大多数年份均少于乌、科

两城的消耗量。关于两城每年所需粮食总量，乾隆五十四年，参赞大臣保泰奏称：“每年科布多

支放满、汉、蒙古官兵需用并运送乌里雅苏台粮数共约计七千五百余石。”g 乾隆五十九年，参赞

大臣贡楚克扎布奏称：“每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应放之项，即需九千四十六石余。”h 光绪

年间的绿营换防官兵较乾隆后期还有增多，所需粮食量肯定高于这些数字。但屯田面积一直未

增加，特别是有的年份还曾出现三四千石的低产量。粮食的缺额部分，官方通常会发给折色银

作为补充，有时也以折价物资，如烟、茶等代替。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地区因远离内地，外来

调运之粮食价格高昂。兵丁实际买粮之价远高于官方折银的标准，结果“除去米面价银，一日

所余仅银分许，难敷柴薪之用，遑计衣冠之资”，i 给生计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a 《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奏报科布多屯田收获粮石分数并请奖该管官员兵丁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04-01-23-

0218-027。

b 《寄谕科布多副都统扎拉丰阿著将粟子歉收之处详询具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3 册，

岳麓书社，2011 年，第 525 页。

c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54 页。

d 《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科布多仓储暴满请裁撤部分屯田蒙古兵只留绿营当差折》，嘉庆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满

文录副奏折》，03-0197-3691-029。满文原文：“ere udu aniya tariha alban jeku gemu jakūn uyun fuwen funceme bargiyaha 
turgunde，ne calu de uheri ilan tumen sunja minggan duin tanggū funcere hule jeku。”

e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106 页。

f 《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遵旨议奏派遣乌里雅苏台等处官兵于拜达里克屯田折》，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九日，《军机

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4-2424-051。满文原文：“tuktan tarire fonde emu fulhū use ci sunja ninggun fulhū maise muji 
bargiyambihe，udu aniya tuleke manggi，usin i hūsun eberembufi，taricibe asuru fulhurerakū emu fulhū use ci damu juwe ilan 
fulhū bargiyara aniya inu bi，gecen de amcabuha manggi，fuhali bargiyarakū aniya inu bi。”

g 《科布多参赞大臣保泰奏请于科布多增加屯田数目折》，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3-

3256-032。原文为汉文。

h 《科布多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奏科布多增加军屯以供给乌里雅苏台等地官兵军粮折》，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军机处

满文录副奏折》，03-0195-3461-001。满文原文：“aniyadari uliyasutai kobdo juwe ba i sindaci acara hacin oci，uthai uyun 
minggan dehi ninggun hule funceme baibumbi。”

i 《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乌城官兵艰苦请另给津贴或加支款项事》，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04-01-35-098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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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科布多屯田历年收获粮食数目表（单位：石）

道光

二十七年

道光

二十八年

道光

二十九年
同治十年

同治

十二年
光绪元年 光绪四年

7080. 5 7597 3120. 4 3640 6128. 5 5247. 5 4420. 5

光绪六年 光绪七年 光绪八年 光绪九年 光绪十年
光绪

十一年

光绪

十二年

7963 5263. 5 7007. 5 4484 5909 3520. 5 7212

光绪

十三年

光绪

十四年

光绪

十五年

光绪

十六年

光绪

十七年

光绪

十八年

光绪

十九年

5420. 5 5748 6331. 5 5255. 5 5747. 5 7493. 5 6019

光绪

二十二年

光绪

二十三年

光绪

二十四年

光绪

二十五年

光绪

二十六年

光绪

二十七年

光绪

二十八年

7486. 5 6290. 5 8287. 5 8039. 5 6331. 5 7232 6766

光绪

二十九年

光绪

三十年

光绪

三十四年

3062 3193. 5 3941. 5

本资料来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宫中汉文朱批奏折》，上奏者为历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各件奏折档案号依

次 为：04-01-22-0059-157；04-01-22-0059-043；04-01-22-0059-102；04-01-22-0062-066；04-01-23-0191-006；

04-01-22-0063-017；04-01-12-0526-067；04-01-22-0063-041；04-01-22-0063-053；04-01-22-0063-059；04-01-

22-0064-014；04-01-22-0064-034；04-01-22-0064-004；04-01-22-0064-028；04-01-22-0064-050；04-01-22-0064-

057；04-01-35-0099-015；04-01-24-0161-152；04-01-22-0064-007；04-01-22-0064-009；04-01-22-0065-058；04-

01-22-0065-079；04-01-22-0065-112；04-01-22-0065-020；04-01-22-0065-109；04-01-22-0065-120；04-01-23-

0218-027；04-01-01-1061-050；04-01-23-0220-005；04-01-23-0221-030；04-01-35-0132-017。

除屯田外，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兵丁还要承担多种差役。如嘉庆十年时，科布多绿

营“除每年种地之兵外，城中仅剩九十六名兵。看守仓库、城门、监狱、一应堆拨，往乌里雅

苏台送粮，赴归化城搬运官茶，往古城购买官烟，解送犯人赴部等各项官差，不足分派”，a 尚需

从屯田兵丁中匀出若干人来承担差役。乌里雅苏台城绿营虽不屯田，但其他差务同样十分繁杂。

乌城绿营兵起初的使命主要是“修补木城并看守仓库、监狱”，后又有“每年派往户部支领纸

张，并解送理藩院人犯、领取归化城军需银两并科布多米石，以及进送乌里洋海贡皮暨进上马

匹等差”。以致嘉庆年间，城内已是“看守仓库之兵为数无多，即巡查守城之兵亦觉寥寥”。b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换防兵丁承担的差役种类繁多，但均非军事方面的要务。乌、科

二城另驻有绥远城派来的八旗换防官兵 50 余名，专司经办乌里雅苏台城设立的内阁衙门、户部

衙门、兵部衙门、理藩院衙门及科布多城印房、粮饷处、蒙古事务处等各“部院事务”，c 主要是

处理文书公牍及相关杂务。

当地历年出巡边防卡伦、稽查违禁人员等军务，均由蒙古各部官兵执行。如乾隆五十五年，

a 《科布多参赞大臣恒伯奏科布多仓储暴满请裁撤部分屯田蒙古兵只留绿营当差折》，嘉庆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 03-0197-3691-029。满文原文：“aniyadari usin tarire cooha ci tulgiyen hoton i dolo damu uyunju ninggun cooha 
funcefi，calu namun hoton i duka gindana be tuwakiyara，eiten juce，uliyasutai de jeku juweme benebure，kūke hoton de alban 
cai juweme ganara，gu ceng de alban dambagu udame ganara，jurgan de weilengge urse be dahalabume benebure jergi geren 
alban takūran de dendeme tucibure de tesurakū。”“归化城（呼和浩特）”一词的满文规范译法为“huhu hoton”，此件奏折

写作“kūke hoton”，系受蒙古文写法影响。古城（gu ceng）为今新疆奇台县。

b 《兵部奏议复乌里雅苏台添派换防兵支给粮米缓决囚犯减等发遣各项事宜折》，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

奏折》，03-0196-3599-031。原文为汉文，“乌里洋海”即乌梁海。

c 《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查阅科布多额设官兵技艺情形事》，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04-01-18-004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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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雅苏台将军恒瑞“派主事衔五十八（ušiba），自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部率贤能台吉二

员，往昭莫多（joo modo）、鄂博尔衮（ober gun）等产金之地，巡查有无盗挖金矿之民人”。a

科布多“所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与俄罗斯毗连之哈屯河一带地方，诚恐外夷人等潜越边界，

占据游牧，每年夏季由喀尔喀图什业图汗、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三部落公、札萨克内，择其

明白干练者，轮流拣派一员，督率喀尔喀、杜尔伯特、乌梁海官兵前往巡查”。b 如满文档案所

载，乾隆五十一年，喀尔喀扎萨克头等台吉齐巴克扎布（cibakjab）“率杜尔伯特、乌梁海一百兵

丁，至汗（han）、哈屯（hatun）、察罕乌苏（cagan usu）等地巡查，并无俄罗斯人”。c 乾隆六十

年，由扎萨克头等台吉巴噶图尔（bagatur）“率杜尔伯特、乌梁海、喀尔喀一百二十兵丁，自哈

克诺尔（hak noor）卡伦出，至哈屯河沿”一带巡查。d 这些行动均没有任何绿营官兵参与。

三、绿营换防官兵的生存实态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换防制度在实际执行时，大批官兵届满留驻的情况非常显著，以

致清廷有关换防周期的规定长期形同具文。因此，仅凭清代政书、方志等文献记录的官方换防

章程，并不能真正还原该制度实际的运行状态，尚需深入发掘档案史料的相关记载。

绿营官兵留驻的现象，在乾隆中期换防之制实施伊始即已出现，后来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了

留驻人员远多于新换人员的情形。官兵留驻的原因不一，大体而言有两类。首先是官方的硬性

规定与强迫。绿营官兵来自数千里外，对当地环境与差务均为陌生，每次换防时都必须留下若

干熟练的老兵，“以备教导新换之兵”。e 遇到重要工程未完时，也经常强行留下部分官兵。“自

乾隆三十九年至嘉庆九年，因科布多屯田，运送籽种、麦石，每届换防时，留驻官兵一百数十

名至二百名不等”，“嘉庆十四年至道光四年换防时，留驻兵三百数十名、实缺官四五员”。f 其

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差务未完成而被强留。

道光十年与二十九年，清廷分别将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地每次换班时留下一半兵丁的做

法制度化。但其后仍有被额外强制抑留于当地服差役者。如道光十四年底，乌里雅苏台城兵丁

240 名面临轮换，按数年前新定之制，每次更换时留下一半即 120 名，只更换另一半。但由于当

时乌里雅苏台城墙的修补工程尚在进行，经将军武忠额奏请，“明年应换宣化、大同二镇绿营官

六员，其中人明白晓事者选三员，兵一百二十名内，选年壮堪以劳作者一百名，不需更换，再

续留一班修城”。g 实际仅更换了 3 名官员与 20 名兵丁。清末俄国势力逐步侵逼，乌里雅苏台将

a 《定边左副将军恒瑞奏派官兵巡查昭莫多等卡伦折》，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3-

3294-015。满文原文：“ejeku hafan i jergi ušiba be tucibufi，sain noyan jasaktu han juwe aiman ci sain mutere taiji juwe be gaifi，

joo modo ober gun i jergi aisin tucire bade，hūlhame aisin fetere irgese bisire akū babe giyarime baicabume unggihe。”

b 《署理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奏为本年循例派员巡查边界事》，同治元年七月初九日，04-01-01-0875-107。“图什业图汗”

即土谢图汗。

c 《定边左副将军复兴奏派兵巡查察罕乌苏等与俄罗斯交界处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

0192-3128-017。满文原文：“durbet uriyanghai i emu tanggū cooha be gaifi，han hatun cagan usu i jergi bade isinafi giyarime 
baicaci，umai oros akū。”

d 《定边左副将军恒瑞奏委派官兵巡查哈屯河昭莫多等处折》，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95-

3509-059。满文原文：“durbet uriyanghai kalkai emu tanggū orin cooha be gaifi，hak noor karun ci tucifi，hatun birai cikin de 
isibume。”

e 《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换防班满告留弁兵应饬令回营当差事》，道光七年十月十一日，04-01-01-0686-054。

f 《乌里雅苏台将军彦德奏为调剂换防官兵及地方情形事》，道光十年正月十三日，04-01-01-0715-006。

g 《定边左副将军武忠额奏请将宣化大同绿营官兵再留一班修乌里雅苏台城折》，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满文

录副奏折》，03-0203-4148-004。满文原文：“ishun aniya halaci acara siowan hūwa daitung juwe kadalangga i niowanggiyan 
turun i hafan ninggun，erei dorgi niyalma getuken baita ulhirengge ilan，cooha emu tanggū orin i dorgi se ciksin hūsun weileme 
muterengge emu tanggū be sonjofi halara be baiburakū，jai emu idu nurhūme bibufi hoton weileb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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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辖境的边防事务更为繁杂。科布多绿营兵除往常的“操防、屯田、巡逻、侦探并三部院充当

书识、经手案卷”等差务外，又新添了“随同差遣办理蒙哈争讼、俄人交涉事件。凡一切要差，

在在均需熟手，而新换者一时不能熟悉地方、通晓蒙语，实不如熟手得力”。因此，光绪十七年

时，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奏请将科布多绿营兵丁 224 名全部再驻留一班。a

其次是绿营官兵主动选择留驻。绿营换防人员并不携带家眷，远离故乡与亲友，在自然环

境相对恶劣、民风迥异且差务繁重的边疆长期生活，依照正常逻辑，不可能不生出急切的回乡

之愿，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部分绿营武官出于躲避原营考核等目的，不肯返回。道光初年，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大班有参将或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六员、经制外委

一员，小班有千总一员、把总二员，这些武官按惯例“每于换班时准其奏留二三员，以备教导

新换官兵。惟陋习相沿，多有班满而犹告留防所，纷纷外留，则留防者愈积愈多”。直隶、山西

“本营转致无人操防，所空之缺又须人署理，亦不能得力。况此等告留员弁非弓马生疏，即年力

衰弱，半系惮于考核以告留，为规避地步”。b

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因差务繁多而武官数量少，常从绿营马兵中保举若干人为把总（正七

品）、外委千总（正八品）、外委把总（正九品）等低阶军官。如道光四年，将军果勒丰阿一次

即从马兵 120 名中保举外委 12 名。对兵丁而言，此地可“三年一次保举，较优于内地，该弁兵

等虽经年奔走，遇有差遣，希图上进”。c 虽然其后清廷对保举进行了限制，“每届保举之年，乌

里雅苏台马兵内只准保举外委六员，实缺外委内有奋勉出力者，准保把总一人，马兵不得越保

把总”，d 但实现由兵至官身份转变的机会仍大于内地原营。部分人为此情愿继续在漠北当差效

力，等待保举机会。此外，还有些兵丁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无奈“选择”留驻。乾嘉时期，

“乌里雅苏台一切事物俱系商民由张家口等处贩来，较之内地价增一二十倍。兵丁等所得无多，

一俟换班时，无不身负债累，以致不能回班原营，连班存驻者甚多”。e 这种情形在清末愈来愈

严重。

由于绿营官兵留驻现象的缘由复杂，其对官兵生计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因等待保举

或逃避考核而主动留驻者而言，自然是对其前程及生计有益。而大多数本无保举机会，甚至身

负债务的普通兵丁，则因留驻增加了劳役，返乡之期越发遥远，经济状况也很可能继续恶化。

绿营与清代其他军队一样，官与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不仅身份地位有着巨大鸿沟，

经济待遇也相差悬殊。光绪后期，有官员详细描述了绿营换防兵丁挑选中的种种弊端：“惟历次

换防兵册均由千总等造呈，其宣化、大同两镇印册咨到太迟，其中百弊丛生。有已派来防，不

愿远戍，倩人代替者；有未派来防而愿到戍，买缺充补者。均由千总等任意抽换，非其宗族，

即其亲故，大都庄农、小贸、无赖流民。以致到防后，一经考验，技艺营规毫不知晓。似此有

名无实，殊失戍守本意。更安望其驯习纪律，毗益操防耶？此种情形，经前乌里雅苏台将军崇

欢奏明在案，科布多如出一辙。”f 无论是否愿意远戍，均以金钱开道，行贿于造呈兵册的千总。

千总手握此权力，暗中攫取的经济利益可想而知，同时还给边疆防务差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对商民敲诈勒索，也是绿营武官获取不当利益的一条途径。对于绿营中的官员阶层及受其

a 《科布多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奏为科布多戍守屯田绿营兵尚无老弱并熟习边情屯务请旨暂缓更换一班事》，光绪十七年

三月十三日，04-01-01-0978-061。

b 《直隶总督那彦成奏请换防班满告留弁兵应饬令回营当差事》，道光七年十月十一日，04-01-01-0686-054。

c 《乌里雅苏台将军彦德奏为调剂换防官兵及地方情形事》，道光十年正月十三日，04-01-01-0715-006。

d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35 册，第 17 页。

e 《兵部奏议复乌里雅苏台添派换防兵支给粮米缓决囚犯减等发遣各项事宜折》，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

奏折》，03-0196-3599-031。原文为汉文。

f 《佚名奏为科布多换防宣大兵丁名册与来兵不符百弊丛生请饬直督晋抚今后先行报册按册验兵事》，光绪朝（无日期），

04-01-03-0067-042。崇欢于光绪二十四年卸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此件奏折的时间应在当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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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庇的亲族、同伙而言，自然不存在生计上的难题。

要准确了解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绿营官兵的实际地位与生计状况，还必须将其与同驻当地

的八旗官兵、蒙古各部官兵加以对比。乾隆中期清廷统一天山南北后，自绥远城派出满洲、蒙

古八旗官兵赴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换防。八旗官兵换防与绿营换防的形式类似，但存有诸多差

异之处。其一，八旗兵丁换防的数量为 50 人，外加佐领、骁骑校各 1 员率领同往，兵丁分配在

乌城 35 人左右，科城 15 人左右，数量远少于绿营。其二，八旗官兵换防周期为 3 年，也少于绿

营。其三，八旗换防官兵承担文职事务，不屯田，不服差役。“乌里雅苏台额设四部院，每处章

京二员、笔帖式数员。除内阁、兵部、理藩院掌印侍读、主事三年期满，例由京部奏请钦派外，

其余各员皆由绥远城换防官兵量材擢用，设有主事职衔，额外、候补、委署笔帖式各名目”。八

旗兵丁主要负责处理多语种文书，对他们的要求是“满蒙翻译清通，汉文书写工楷”，与绿营兵

从事各种重体力苦差的情形迥异。由于八旗兵丁的岗位相对轻松，成为不肖之徒奔竞的对象。

每到换防时，有保举之权的各衙门章京“按名咨调来防，非亲即故，自不待言”，“所调人员纨

绔无知者有之，目不识丁者有之”，a 但毫不影响其照常领取钱粮。其四，八旗换防官兵所领钱粮

均高于绿营同级人员。例如八旗兵丁月领银 2 两 7 钱，粮 3 斗零，绿营马步兵丁月领银 9 钱，

粮 3 斗 4 升零。b 以上述几点而论，绿营换防官兵遭受的差别待遇是相当严重的。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绿营与八旗地位的不平等是自清廷入关以来全国范围内的普遍

状况，各地绿营受到差别对待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而这种歧视并未在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地

区有所放大。八旗兵丁可以拥有候补、委署笔帖式等头衔，并能升转为正额笔帖式与骁骑校等

官，绿营兵丁同样可以升为外委千、把总等低阶武官，且机会大于内地原营。嘉庆年间定，“科

布多委署笔帖式联班六年期满，奋勉得力者，留一二人作为候补笔帖式，与别项候补笔帖式一

同拣选补用”。c 可见，八旗兵丁欲升为正额笔帖式，首先要留驻至少一班，且仍须候补，与绿

营兵丁保举外委相比，尚不能谓之轻松。八旗官兵历次换防，同样有不少人员被抑留当地。同

治九年，乌、科二城应换绥远八旗兵丁 50 名，但“除咨留、奏留外”，实际只更换了 15 名。d

光绪二十年，乌里雅苏台城所驻绥远兵丁 33 名又届更换之期，“现在戍守官兵照章拣择平素当

差勤奋者二十七名，仍留办公”，实际仅派 6 名，e 不足原额的五分之一。这种长期驻留的状况与

绿营如出一辙。每逢换班之年，当局均要“拣其办公可靠或差勤得力者，留驻一班”，但升补则

遥遥无期，“甚至有留驻三班人员未得升补额缺”。f 此现象至光绪后期仍无改观。

除八旗、绿营外，乌里雅苏台城还驻有调自喀尔喀各部的蒙古“向导兵”24 名、“巡逻

兵”200 名，“分别各处差务”。g 科布多城由“额鲁特、明阿特两旗出派蒙古兵各五十名，专为

护守城垣”。h 另有屯田蒙古兵，每分屯区 25 名，嘉庆后总数为 250 名。城外还设蒙古“卡伦

兵”850 名、“东台兵”160 名、“南台兵”80 名、“北台兵”44 名、“牧场兵”48 名、“向导兵”2

a 《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奏请停止指名咨调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 9 辑，台北“故

宫博物院”，1974 年，第 878-879 页。

b 《乌里雅苏台志略》，第 20 页；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68、71 页。

c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10 页。

d 《署理绥远城将军定安奏为拣派乌里雅苏台换防官兵饬令富通等员分起管解饷银事》，同治九年三月十六日，04-01-01-

0907-034。

e 《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奏闻更换满营戍守官兵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 8 辑，第 749 页。

f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奏为援案酌保留守乌里雅苏台旗绿两营年满戍守官兵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六日，04-01-

16-0258-024。

g 《乌里雅苏台志略》，第 13 页。

h 《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查阅科布多额设官兵技艺情形事》，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04-01-18-004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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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a 蒙古兵丁的生计状况也颇为堪忧。乌里雅苏台城驻 200 名巡逻兵，“名曰察克达兵（cakda 
cooha），自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三部派人”，“特为巡查奸伪邪乱之人，解送驿站

一应行文，看守仓库等官差”。但这批蒙古兵丁“初设时，并未定其永驻或换班驻守之例”，事

实上长期未曾更换。至嘉庆年间，“其中有驻守二三世者”，b 驻留时间之长远胜于绿营及八旗人

员。科布多蒙古屯田兵、东台兵、南台兵、牧场兵均是“更换无定期”。c 派人赴乌、科二城及

各台站、卡伦办差，事实上成为蒙古各部的沉重负担。光绪时，“科城屯田所派四盟蒙兵，除盐

粮外，各旗均有津贴。每兵一名，每年合计津贴银四十余两，各该旗已经赔累不堪”。d 不仅服

差役的兵丁自身饱受其苦，其原部落、原旗也都深受牵连。总的来看，蒙古官兵与绿营官兵的

生计状况可谓相差无几，而由于蒙古兵丁的经济负担直接拖累其部落，受波及的人群数量远逾

绿营。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在的漠北蒙古地区气候寒冷、经济欠发达，且汉民稀少，内地调来

官兵的生计面临着比其他边疆地区更不利的条件。清代官员们常将乌、科二地与同处西北的新

疆相比较，以凸显前者环境之艰苦。乾隆后期，乌里雅苏台将军巴图详述当地与新疆伊犁兵粮

发放的不同之处：“伊犁等地每年支放各官兵口粮，皆发给碾过之米、面，此地每年支放官兵口

粮者，皆为带有外壳之粗粮。支放时虽照原定之例，每斗增给二升，但黍子一袋仅得二斗米，

小麦一袋仅得三十余斤面，青稞、大麦一袋仅得三二十余斤面。故官兵所得各项粮，一年或十

余石，或七、五、三、二石余不等，食用实为拮据。”e 道光年间，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调任乌

里雅苏台将军的彦德奏称：“奴才到任后悉心体察，本处地方苦寒，一切食用昂贵。官兵并无官

房，修城后陆续自行修盖百余间，于换防时互相售卖，一切情形迥异于新疆。”漠北的民族构成

也与新疆差异明显，乌城“四衙门所办皆蒙古案件，监狱内蒙古人犯常川八九十名，而沿途台

站亦皆蒙古，与新疆台站设有官兵者不同。语言不通，诸凡掣肘，至于押解人犯为尤甚”。f 新

疆北路民人众多，乌鲁木齐绿营屯田“每岁农忙时，兵丁恐力有不逮，或公同雇用民夫，在屯

佣趁”。g 此举虽不合体制，但有助于增加农田产量，减少兵丁劳役，而科布多则由于罕有汉民，

无法转移差役，只能由屯田官兵全部承担。

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虽与新疆同样距内地遥远，但新疆多地自然环境优于漠北，适宜农业，

内地移民和商人数量更多，社会经济也相对发达。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驻军在生计上遇到的最

a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13-14 页。

b 《定边左副将军绵佐等奏乌里雅苏台之驻防蒙古兵丁亦照满洲绿营兵规定期限折》，嘉庆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满

文录副奏折》，03-0197-3642-038。满文原文：“gebu cakda cooha seme，tusiyetu han sain noyan jasaktu han ilan aiman ci 
niyalma tucibufi”；“cohome hūlha holo ehe facuhūn ursebe giyarime baicara，giyamun i eiten yabubure bithe be benebure，calu 
namun be tuwakiyara jergi alban de yabubumbi”；“daci ilibure de umai esebe enteheme tebure，eici idu halaha anafulara babe 
kooli toktobuhakū”；“esei dorgi juwe ilan jalan tebuhengge bi”。

c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13-14 页。

d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奏为敬陈乌城一带不便屯田请停止办理事》，光绪七年（无日期），04-01-23-0199-006。

e 《定边左副将军巴图等奏裁减科布多地方屯田兵丁并将粮石运往乌里雅苏台以备发放兵饷折》，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0189-2863-002。满文原文：“ili i jergi bade，aniyadari geren hafan cooha de kunesun 
bahabure de，gemu niyelefi bele ufa bahabumbi，ubade aniyadari hafan cooha de bahabure anggala jeku serengge，gemu notho 
bisire muwa jeku，sindara de udu da toktobuha kooli songkoi giyase tome juwete muru giyase nonggime bicibe，damu ira emu 
fulhū de teni juwe giyase bele，maise emu fulhū de teni gūsin funcere ginggen ufa，murfa muji emu fulhū de teni gūsin orin 
funcere ginggen ufa bahaci ombi，ede hafan cooha i bahara hacingga jeku，emu aniya eici juwan funcere hule eici nadan sunja 
ilan juwe hule funceme adali akū，jetere de yargiyan facihiyašambi。”

f 《乌里雅苏台将军彦德奏为调剂换防官兵及地方情形事》，道光十年正月十三日，04-01-01-0715-006。

g 《伊犁将军玉麟奏为遵旨详查乌鲁木齐提标各营并无私役兵丁私租官地事》，道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04-01-01-0706-

040。



67

棘手问题即为物资匮乏，物价高昂。“商贩远途驮运前来，与内地价值不啻倍蓰”。a 科布多因地

理位置更为僻远，物价畸高的程度更甚于乌城。“官兵困苦情形，未有如科者，即以乌里雅苏台

比之，亦有区别。科属较乌远至十余站，物价尤贵，至若柴薪，比乌最远又价昂数倍。”b 对照之

下，新疆物价情形稍好，“乌鲁木齐等处并不如是昂贵，皆由设立官铺，动用官项银两，委派官

兵雇觅车辆，由内地置买物件，分给官员兵丁。商民不能任意加增物价，故官兵之生计毫无拮

据”。c

道光二十四年时，道光帝曾设想将科布多绿营换防官兵效仿伊犁之例，改为携带家眷永久

驻防的“眷兵”，并谕令军机大臣与将军、参赞大臣等讨论科布多“一切事宜是否与伊犁相同”。

众臣提出了“城内既无空地，城外又系各蒙古游牧，且城之周围三五百里内，并未有树株，木

植缺乏”，“若改眷兵，人数加增，米面必致短绌”，“若人口增添，所用烧柴定多，必致缺乏”，

“若改作眷兵，葬埋无所”等诸多理由，力陈“乾隆四十三年伊犁改驻眷兵成案，所有情形与科

布多迥异”，d 最终使道光帝放弃原方案。经由此次关于改设眷兵的讨论，不难看出清廷未在乌

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内设置绿营、八旗永久驻防兵，且长期将总人数维持在数百名这一低水平上，

绝非偶然为之。漠北地区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此处无法承载一支靠屯田自给自足的数

量庞大的驻防军团。乾隆中期以前在漠北屯集重兵，为维系后勤物资供应，付出了沉重的经济

代价。战事时期，为达成终极目标，或可不惜成本，而在和平年代，则必须综合考虑经济效益，

作出相对合理的决策。

清代漠北蒙古地区的军事重镇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城均位于西部，地处该区域中东部的

文化、宗教中心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则长期未设置八旗、绿营驻军。直至同治十年，清

廷才派“宣化练军马队前营”兵 250 人至库伦驻守，并长期维持此数目，“兵单地广，与内地迥

不相同”。e 清末的“库伦商市以及喇嘛圈，其地周围三四十里，若与乌、科较之，地大人杂，

过于十倍”，但清廷始终未增派内地官兵，而是就近于喀尔喀“派蒙古官兵五百员名”，负责城

内外各处巡逻及保护哲布尊丹巴等事务。这种军事格局的形成，既与清廷对喀尔喀各部政治上

的信任有关，也是基于财政问题而不得已为之。库伦巡逻蒙古官兵“由库属两部落出派，并未

发给粮饷”。当局清醒地认识到，如要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同时增添内地驻军，则“三

处供应亦属不资”，且“徒糜饷项”。f

咸同年间，清廷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异常紧张。原本由山西运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军

费为每年银 85000 两，而“自同治十年起，屡年拖欠，至光绪三年，共积欠银三十六万余两”。

科布多的经费由乌里雅苏台转拨，情形更为不堪，“待饷情形尤属万分紧急，竟有欠至五年未

能足放之款”。g 至光绪中期，漠北军费捉襟见肘的局面仍未改观。由于战乱之后商贸未复，兵

丁所需的米面、柴薪等基本生活物资价格尚要高于战前。“乌城官兵日用一切均系内地商人远道

a 《科布多参赞大臣福绵奏为科布多屯防官兵生计拮据请援案调剂动拨官驼置买兵粮事》，道光十年八月十四日，04-01-

01-0715-056。

b 《科布多参赞大臣沙克都林扎布奏为旗绿戍守官兵异常困苦恳请宽免上年借给银两事》，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四日，04-01-

01-0955-037。

c 《兵部奏议复乌里雅苏台添派换防兵支给粮米缓决囚犯减等发遣各项事宜折》，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

奏折》，03-0196-3599-031。原文为汉文。

d 富俊等：《科布多事宜》，第 85、87-89 页。

e 《库伦办事大臣兴廉奏为驻库防营亲正兵丁请仍留原额驻守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六日，04-01-30-0203-004。

f 《库伦办事大臣桂祥奏为体查库伦地方情形及办事人员过少不敷差遣拟请添调官兵等员事》，光绪九年十月初四日，04-

01-30-0186-024。

g 《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奏为晋省积欠乌科经费甚巨戍守官兵苦累堪怜恳请由部暂借银两事》，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04-

01-01-094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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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运，自兵燹后，频年情景迥非昔日可比，以致百色货物无不价增倍蓰。该官兵等每银一两购

物，较之内地不抵五钱，困惫情形难以枚举”。a 科布多“街市人烟稀少，商贾凋零，与内地情

形迥异”，“诸物皆由内地商运而来，每面一斤需银一钱七八分，每柴一担不过四五十斤，需银

二两有奇”。在将军、参赞大臣的奏折中，时常可见此类描述惨状的文字：“目睹该官兵艰难情

状，衣履不堪，食不一饱。”b“官兵等鹑衣鹄面，困惫难堪，时环辕门跪求援拯，日甚一日，伊

于胡底？”c 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曾于 1892 年至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等地旅行。据他观察，科

布多绿营兵为谋生计，有的“经营小本生意，在自己的店铺里卖一些破旧物品”，“这种小店铺

也和我们在乌里雅苏台见到的那样，十分贫穷”，还有的靠种土豆、胡萝卜、白菜等蔬菜出售以

度日。与乌里雅苏台相比，科布多的“蒙古人更加贫困，因为有穷苦的汉人绿旗兵在和他们抢

饭碗”。d 他的记述印证了清末绿营换防兵丁生存的窘况。

嘉庆之后，科布多地区十分屯田的数量一直未再增加。尽管光绪年间官兵的温饱问题已迫

在眉睫，但当局仍未有所举动。当时曾有人提议在乌里雅苏台城附近新设屯田，参赞大臣桂

祥从经费角度指出此议之不可行，“本年拟先设两屯，计所需驼、马、牛、车，一切农具，非

六七千两不能备齐。将来十屯齐举，非三万数千两不能足备，官兵盐粮尚在此外”。e 科布多若

要增垦屯田，所需费用自然与此相仿。对于国运隆盛、军费充盈的雍乾时期而言，这笔开支或

许不值一提，但在清末财政时时吃紧的朝廷看来，则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四、结语

清廷于乾隆中期平定天山南北后，将漠北地区屯集的大部分外地驻军撤离，仅在乌里雅苏

台与科布多两城保留了少量绿营、八旗官兵，由乌里雅苏台将军一并统辖，建立起固定的换防

体制。绿营换防官兵基本都调自直隶宣化与山西大同二镇，主要从事屯田及承担各项差役。依

官方所定章程，换防周期为五年，但实际上历次更换时均有大量人员滞留当地。至光绪朝，兵

丁连续驻守十至二十年之久已成为普遍状况。由于留驻现象的成因复杂，其对官兵生计的利弊

不可一概而论。但就大多数无保举机会，甚至身负债务的普通兵丁而言，因留驻增加了劳役，

生计情形也更加恶化。乾嘉年间，绿营换防官兵总数随屯田面积的增减而屡有变动，粮食产量

与供给尚能维持总体平衡。咸丰之后，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军费日绌，西北地区战乱导致商贸

不兴，物价腾跃，兵丁生计一度难以为继。但此时的清廷已无力在漠北增辟垦地，也不可能使

兵丁脱离生存之困境。

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绿营、八旗换防官兵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分别是差役与文职人员，服

务对象为当地衙署、台站、卡伦等机构的各级官员。绿营兵丁屯田技术较优，八旗兵丁具备满

蒙汉文书处理能力，均得以在漠北各展其长，共同保障行政机构稳定运转，维系清廷对当地的

有效管辖，起到了蒙古各部官兵无法替代的作用。但从军事角度看，清廷派驻漠北的内地军队

人数有限，仅具象征意义。执行镇戍任务的主要力量是当地的蒙古官兵，并非远调而来的绿营

与八旗。绿营官兵基本不参与巡防、卡伦戍守等军务行动，也鲜有操演训练之举，相当一部分

人员甚至以打造铁器、开设小店铺或种植蔬菜谋生，几与平民无异。清廷曾有过将漠北绿营驻

a 《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查明乌城戍守官兵员弁异常苦累吁请援案加增盐菜银两事》，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八日，04-

01-01-0943-057。

b 《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奏为科布多戍守官兵增加盐菜银两事》，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04-01-01-0953-026。

c 《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为乌城官兵艰苦请另给津贴或加支款项事》，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04-01-35-0987-055。

d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45、347、349 页。

e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桂祥奏为敬陈乌城一带不便屯田请停止办理事》，光绪七年（无日期），04-01-23-019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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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改为新疆伊犁式携眷永驻的设想，却受限于当地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时出于财政上的考

虑，最终放弃此议。事实上，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以本地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

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绝非偶然形成，而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

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清代中后期蒙古历史演进的实际状况表明，这一军事体制在绝

大多数时期都是行之有效的。乌里雅苏台将军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可以轻易掌握蒙古官兵的统辖

与指挥权，所倚恃的是清朝中央政府的强大能量与蒙古各部的向心力。至于外蒙古在辛亥革命

后的迅速“独立”，系俄国强势介入，清廷统治地位动摇，新政推行后外蒙古各阶层离心力增

强，内地移民稀少等诸多内外原因共同导致，以蒙古兵丁为主体的军事体制并非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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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Soldiers in the Northern Gobi Desert: The Rotation of the Green Standard Army Garrison in 

the General of Uliasutai’s Jurisdi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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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Qianlong period,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up a system of regular replacement 
of garrison troops for the Green Standard Army in the cities of Uliasutai and Khobdo, in northern the 
Gobi Desert. Most of the Green Standard Army’s officers and soldiers came from Xuanhua in Zhili 
Province and Datong in Shanxi Province. These troops were responsible for cultivation and various 
errands. Each time when the Green Standard Army was replaced, many people were stranded there. By 
the Guangxu reign, it wa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ordinary soldiers were stationed for ten to twenty 
years, which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The military system under the General of 
Uliasutai’s Jurisdiction was mainly composed of Mongolian officers and soldiers, assisted by the Green 
Standard Army and the Eight Banner Army. This was the choice made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fter 
weighing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loc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ethnic composition, natural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costs. 

Keywords: Uliasutai, Khobdo, the Green Standard Army, Manchu-Mongolian-Han relationship, 
livelihood


